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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历史上的赋税结构演变的线索，由此考察赋税结构演变与人口增长的长期关系，为解释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的假说。自汉代开始，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变革沿着 “摊丁入亩”的路

线在持续推进，赋税结构演变的过程与人口规模扩张的动态基本匹配。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内生生育率的动态一

般均衡模型，可以分析赋税结构变化的生育效应 （收入效应、动态效应与价格效应），揭示赋税结构演变在人

口规模持续扩张以及经济演进中的作用。采用模拟方法，直观展示了赋税结构演变在人口增长与经济演进中的

重要意义。本研究为理解 “高水平均衡陷阱”“李约瑟之谜”与 “大分流”等历史谜题提供了新的洞见，为深

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历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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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经济体。然而，

经济总量上的巨大成就并未为中国带来人均收入上的增长。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伴随着经济总量的

持续扩张，中国的人均收入经历了一个长期下降的过程。① 这种经济总量持续扩张与人均收入不断下降的经济

发展路径与西欧有很大的不同②，也与斯密模型以及马尔萨斯理论的预测不一致③。伊懋可 （Ｅｌｖｉｎ）注意到了
中国古代经济演进路径的特殊性及其与经典理论的冲突，提出了著名的 “高水平均衡陷阱”（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Ｔｒａｐ）假说，用以概括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进路。④ “高水平均衡陷阱”为理解中国传统经济发展
的局限性，破解 “李约瑟之谜”或 “大分流”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

问题是，“高水平均衡陷阱”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伊懋可认为，人口规模的大幅度扩张是推动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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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尔萨斯理论的预测，人口增长尽管会吞噬掉新增产出，但人均收入将长期维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上。同时，基于市场范围与

分工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斯密模型预测经济规模的扩大将带来经济效率与国民收入的提高。中国经济规模上升的同时伴随着人均收

入的长期下降，与马尔萨斯理论与斯密模型的预测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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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向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直接原因，而人口规模的扩张最终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然而，在人类历史

上，世界上不同的经济体，例如欧洲，都经历过长期的技术进步，但只有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落入了 “高水

平均衡陷阱”，而其他经济体只遭遇了 “马尔萨斯陷阱”。因此，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足以解释 “高水平均衡陷

阱”的形成。要形成 “高水平均衡陷阱”，经济中的人口规模要比马尔萨斯均衡人口水平更高。更重要的是，

历史上的技术进步往往是人口规模的函数①，因此要理解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还需要在技术之外寻找新的

线索。

通过观察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政策演变，本文梳理了一些重要的特征事实，这为解释中

国历史上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张提供了启示。第一，从汉代到唐代，人口虽有增长，但增长速度缓慢，增长幅

度也较小，在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约 １ ／ ３；但从宋代开始，中国人口开始加速增长，在接下来的不
到一千年的时间里就增长了 ３倍。②

第二，从汉代到唐代的第一个千年里，中国的人均收入有明显上升，但从宋代开始，人均收入出现了下

降的趋势。我们以人均粮食 （原粮）占有量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汉代人均粮食占有量约为 ９９３斤，唐代则达
到了 １２５６斤，增长了 ２６ ５％。但从宋代开始，人均粮食占有量出现了长期下降的趋势。宋代人均粮食占有量
较唐代下降了 １００斤，明代在宋代的基础上又下降了约 ５０斤。到了清代，人均原粮占有量则大幅下降为 ６２８
斤，只有汉代的 ６３％，唐代的 ５０％。③

第三，汉唐时期，家庭税负 （用赋税占收入的百分比来度量）以及赋税结构基本稳定，但从宋代开始，

这两者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家庭税负从宋代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见图 １）。汉唐两代的家庭税负
约为 １２％，宋代降到了 ８ ２％，明代进一步下降为 ５ ２％，清代则只有 ２ ８％。其次，赋税结构在唐宋之间也有
一个很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丁税 （依据人丁数量征收的赋税）在整个赋税中所占比重的迅速下降 （见图

２）。根据计算，汉代丁税占整个赋税的比重在 ９５％以上，唐代略有下降，但依然高达 ８６ ４％。到了北宋时期，
依据人丁征收的赋税占整个赋税的比重迅速下降到了 ３０％，明代进一步减小为 １４％。清代推行 “摊丁入亩”

政策后，丁税作为国家正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④

图 １　 中国历史上家庭税负的变化 图 ２　 中国历史上丁税占比的变化

上述第一个事实揭示中国历史上巨大的人口规模是在从宋代开始的第二个千年里确立的。在传统农业社

会，收入是决定人口增长的主要变量。但从第二个事实来看，中国历史上收入水平的变化并不能解释中国人

口增长的历史表现。相反，很有可能是人口行为上的变化决定了人均收入的长期表现。即，在汉唐之间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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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千年里，人口虽有增长，但并未完全吞蚀技术进步的所有成果，人均收入仍有所增长；但在随后的第二

个千年里，人口增长不但吞蚀了技术进步的所有成果，还引起了人均收入的持续下降。宏观人口行为在两个

千年里的变化说明，经济中原本存在某种抑制人口增长的力量，但这种力量从宋代开始遭到了显著削弱。第

三个事实为解开这一谜题提供了线索。

在中国古代，收入水平低且波动较大，赋税的调整对家庭生计的冲击非常明显，因此赋税对生育行为和

人口增长有着重要影响。① 这种影响不仅通过家庭税负也通过赋税结构来实现。家庭税负决定了家庭的可支配

收入，赋税结构影响着人口的相对价格。从理论上很容易说明，较高的赋税总额和丁税占比都对人口增长有

抑制作用。而这两种抑制人口增长的力量从宋代开始都呈现出了减弱的趋势。

本文强调赋税结构变化在整个赋税演变中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自汉代以来，在中国

两千年赋税变革的历史上存在一条不可逆的减税轨迹。然而，家庭税负确实表现出了长期下降的趋势。通

过分析，本文发现，只要人口规模在扩张，将丁税摊入田亩征收将导致家庭税负的不断下降。而在中国赋

税史上，恰好存在一条非常清晰的 “摊丁入亩”的轨迹，即自汉代开始，赋税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

部分丁税摊入田亩征收，并在宋代取得了重大进展。② 突出表现就是，宋代的丁税占比出现了大幅下降

（见图 ２）。因此，本文将赋税结构的演变作为分析的主要变量。此外，为了与清代雍正时期推行的 “摊丁

入亩”政策相区分，本文将中国历史上丁税被逐渐摊入田亩征收的赋税变革称为 “摊丁入亩式”的赋税

变革。

本文重视赋税演变、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联系。这是因为，丁税的缴纳依赖于人均产出的支

撑，而人均产出的变化又与人均资源 （主要是耕地）密切相关。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资源不断下降，维持

原有丁税的经济基础就会逐渐被侵蚀，这迫使政府不得不将部分丁税摊入田亩征收。这实际上也是引发历代

税制变革———中唐 “两税法”、明代 “一条鞭法”、清代 “摊丁入亩”———的一个主要动因。而家庭税负的降

低以及丁税占比的下降也削弱了赋税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促进了人口规模的扩大，进一步侵蚀了既定丁

税的经济基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汉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变革表现出了一条清晰的、不可逆的摊丁

入亩的演进轨迹。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内生生育率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赋税结构调整的生育效应以及赋税演变、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该模型表明：（１）“摊丁入亩式”的赋税变革倾向于降低家庭的赋税总额，

提高家庭的当期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强家庭生育孩子的经济能力 （收入效应）。（２）赋税总额的降低也意味
着孩子未来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提高了生育的边际报酬，激励父母在当期消费与生育数量 （未来收入）的权

衡上做出有利于后者的调整 （动态效应）。（３）“摊丁入亩式”的赋税变革降低了劳动力对土地的相对使用价
格，激励父母生育更多的孩子 （价格效应）。这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变革削弱了赋税对人口增长的抑

制作用，释放了经济供养人口的能力，并为家庭的生育行为提供额外的激励。在相同的技术水平下，这将导

致一个更高的均衡人口水平以及一个更低的人均资源与人均收入水平。而这正是伊懋可 “高水平均衡陷阱”

的基本含义。

本文也考察了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关系。土地开垦与生产技术的改进，包括新作物品种的引入和

改良，都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人口增殖也促进了土地开垦与技术变革。③ 在本文的模型中，土地开

垦与生产技术变革都被处理为技术进步，其结果是扩大了有效资源的数量，并最终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上升。

通过引入 “斯密型增长”机制，对基础模型进行了拓展。以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与经济演进为背景，对模

型进行了校准。通过数值模拟方法，本文量化分析了赋税结构演变在中国古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中的长期

作用。研究发现：（１）“摊丁入亩式”的赋税变革引起了家庭税负的下降。（２）“摊丁入亩式”的赋税变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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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中国人口规模的扩张。（３）赋税结构演变的长期人口效应在数量上是重要的。模拟结果表明，如果保持
赋税结构不变，单纯依靠技术进步，到清代晚期，中国的人口只能增长到汉代的 ３ ４５倍；但如果经历了 “摊

丁入亩”式的赋税变革过程，且到了清代，有 ９０％的丁税被摊入田亩征收，那么清代后期的人口将达到汉代
的 ７ ２倍，约 ４ ３亿多。这一结果与中国历史上的相关经验事实一致。

本文揭示了赋税结构演变在中国古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解释 “中国巨大人口规模”

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可检验的假说。除此之外，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１）对有关中国传统经
济发展与技术演进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补充。（２）为理解中国历史上的赋役制度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为解释中国历史人口增长提供了新的线索。（３）重视人口增长与赋税演变的互动，
为理解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变革提供了经济学洞见。

二、模型的设定

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体，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人口是最活跃的要素。我们刻画一个

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经济中的资源 （耕地）总量为 Ｋ，被标准化为 １。假设经济中的初始劳动人口为 Ｎ０，每
个家庭由 １个成年人和他的孩子构成，孩子成年后分家析产，形成新的家庭。每个人存活两期，即幼年时期
和成年时期。成年时期，每个成年个体被赋予 １单位的劳动。成年人将自己的劳动和分配到的土地资源投入
农业生产，用获得的产出缴纳赋税、生育后代，以及供自己消费。

（一）劳动人口与资源的动态

在 ｔ时，经济中的劳动人口为 Ｎｔ。假设每个成年人生育 ｎｔ 个孩子。到了 ｔ＋１期，经济中的劳动人口数量

为 Ｎｔ＋１ ＝ｎｔＮｔ。通过迭代，式 （１）给出了劳动人口的演进路径：

Ｎｔ＋１ ＝ｎｔＮｔ ＝ｎｔｎｔ－１…ｎ０Ｎ０ （１）

显然，人口增长率等于 ｎｔ－１。令 ｋｔ 表示 ｔ时人均资源的数量，则 ｋｔ ＝
１
Ｎｔ
。结合式 （１），人均资源的动态

可表示为：

ｋｔ＋１ ＝
１
Ｎｔ＋１
＝ １
ｎｔＮｔ
＝
ｋｔ
ｎｔ

（２）

在式 （２）中，ｋｔ 可以理解为父辈所拥有的资源。因此，式 （２）意味着，一个 ｔ＋１期的成年人所能获得
的资源数量依赖于其父辈所拥有的资源 ｋｔ 和生育的孩子数量 ｎｔ。显然，从宏观上推导的人均资源水平表达式
（２）与 “诸子均分”这一中国传统家庭财产分配机制是一致的。

（二）生产与分配

假设生产函数为 Ｙ＝ＡＫαＮ１－α，其中，Ｙ表示总产出，０＜α＜１。令 ｙｔ 表示人均产出，则每个劳动者的产出为

ｙｔ ＝Ａｋ
α
ｔ。在分配产出时，家庭首先需要缴纳赋税。历史上的赋税主要包含两种，即按人丁 （劳动人口）数量

缴纳的丁税 （包括各种代役钱），以及按照土地数量缴纳的田亩税。① 令 ｗ表示劳动者的税后收入，则缴纳赋
税后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为：

ｗｔ ＝ｙｔ－ｓｔ－ｒｔｋｔ ＝ｙｔ－ｚｔ （３）

其中，ｓ表示依据人丁征收的丁税，ｒ表示根据土地数量征收的田亩税的税率，ｚｔ≡ｓｔ ＋ｒｔｋｔ 表示家庭缴纳

０６

① 在两汉时期，还存在针对未成年人征收的口赋。口赋作为正式税种，只存在于两汉时期，且税率很低，对家庭赋税总额与结构的影

响非常有限。参见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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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赋税总额。① 在式 （３）中，收入与所有赋税都是用实际产出来度量的。
（三）消费与生育

税后收入被用来消费与生育孩子。假设生育一个孩子需要花费 τ单位的收入，令 ｃｔ 表示一个成年人的消

费，则家庭的预算约束可表示为 ｗｔ ＝ ｃｔ＋τｎｔ。每个人既关心自己的消费 ｃｔ，也关心孩子的数量 ｎｔ 以及子女未来

的收入 ｗｔ＋１。我们将个体的效用与其子女的收入联系起来，采用式 （４）刻画成年个体的效用函数：

ｕｔ ＝ｌｎｃｔ＋βｌｎ（ｗｔ＋１ｎｔ） （４）

其中，ｕｔ 表示 ｔ期一个成年个体的效用，β是贴现率。如果我们把生育行为理解为一个长期投资行为，则
ｗｔ＋１ｎｔ 相当于该投资行为的报酬，而式 （４）中等号右边的第二项则是该投资行为带给父母的效用的现值。结

合式 （３）、预算约束式以及式 （４），可以发现赋税总额 ｚ影响生育率的两个途径。一是当期的赋税总额 ｚｔ 影
响当期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 ｗｔ，这是赋税的收入效应；二是未来的赋税数量 ｚｔ＋１ 影响子女未来的收入 ｗｔ＋１，即
投资的边际报酬，这会引起个体在当期消费 ｃｔ 与投资 ｎｔ 之间的权衡，这是赋税在时间上的动态效应。显然，
赋税总额对生育率的收入效应和动态效应都是负的。

除了赋税总额对生育行为有影响外，赋税的结构也对生育率产生作用。根据式 （２）和式 （４）以及人均
产出表达式 ｙｔ ＝Ａｋ

α
ｔ，可以得到生育的报酬：

ｗｔ＋１ｎｔ ＝ｎ
１－α
ｔ ｙｔ－ｓｔ＋１ｎｔ－ｒｔ＋１ｋｔ （５）

式 （５）表明，丁税 ｓｔ＋１ 对生育的边际报酬具有负效应，而田亩税 ｒｔ＋１ 则与生育率不相关。这是因为，一
个人无论生育多少个孩子，其子女所能继承的土地数量的总和都等于 ｋｔ，因此下一期的田亩税只与税率 ｒｔ＋１ 有
关，而与生育的孩子数量无关。但丁税则不同。丁税的缴纳总额与未来人丁的数量有关，生育的孩子越多，

则预示着下一期将要缴纳的丁税越多。在这里，丁税和田亩税实际上分别代表了劳动力与土地的使用价格。

因此，丁税对生育率有抑制作用。这暗示，即使赋税总额保持不变，赋税结构的调整也会影响到家庭的生育

决策。具体而言，当丁税摊入田亩征收时，即使总的税额不变，赋税对生育的抑制效应也会被削弱，从而激

励父母生育更多的孩子。这是 “摊丁入亩”产生的价格效应。

个体的最优化问题是在预算以及 ｃｔ＞０，ｎｔ≥０的约束下最大化式 （４）。求解该最优化问题，得到：

β［（１－α）ｙｔ＋１－ｓｔ＋１］
ｎｔｗｔ＋１

＝ τ
ｗｔ－τｎｔ

（６）

注意到 ｙｔ＋１ 和 ｗｔ＋１ 都是 ｎｔ 的非线性函数，式 （６）以隐函数的形式定义了最优生育率。根据预算约束，
ｃｔ＞０要求 ｗｔ－τｎｔ＞０。再结合式 （６），这意味着（１－α）ｙｔ＋１ －ｓｔ＋１ ＞０。由于（１－α）ｙ恰好是一单位劳动对人均产出
的贡献，该不等式的经济学含义是丁税税率不能大于劳动的边际产出。

三、赋税变化的人口效应与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形成

（一）名义赋税的转换

在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两个事实。第一，在中国历史上，赋税征收往往是 “钱粮并征”，特别是两

１６

① 式 （３）似乎没有体现徭役以及按产量比例征收的田赋。首先，按照秦汉时期的相关法令，田赋依据产出的一定比例征收。但逐一
核实每个农户的产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实际运作中，依比例征收的田赋最后都演变成了依据土地面积征收的田亩税。（参

见于琨奇：《两汉田租征收方法与数量探析》，《安徽史学》１９９５年第 １期）其次，如果徭役征发不误农时，则徭役征发对式 （３）
刻画的家庭产出没有影响。如果征发徭役耽误了农时，则其性质相当于依据产量征收的比例税。为了看清这一点，假设对每一人丁

征发的徭役时长为 θ，０≤θ＜１。如果徭役征发耽误农时，则个体的劳动时间减少为 １－θ，家庭的产出变为 （１－θ）１－αｙｔ，代入式 （３）

可得 ｗｔ ＝（１－θ）
１－αｙｔ－ｚｔ。显然，征发徭役如果耽误农时，其效果与征收比例税相似。历代王朝，除了一些非常时期，徭役的征发遵

循 “不误农时”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 θ＝０。到了宋代以后，“以钱代役”日益普遍，徭役的摊派逐渐向丁税转化。因此，式 （３）
反映了古代赋税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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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来占赋税大头的丁税都是征钱。而且，自 “两税法”开始，赋税征收中银钱的比例越来越大。以货币表

征的税率只是名义税率，在分析时需要将名义税率折算为实际产出，即真实税率。第二，历史上的 “摊丁入

亩”都是政府将总量上应收丁税的部分摊入其所辖田亩征收，而不是在家庭层面调整。因为如果所谓的 “摊

丁入亩”是将一个家庭的部分丁税并入其田亩征收，这样的调整是毫无意义的。

令 ｓ与 ｒ分别表示名义丁税税率与名义田亩税税率。由于耕地总面积始终为 １，初始人口数量为 Ｎ０，那么
在初始阶段，政府能征收到的田亩税总额为 ｒ，丁税总量为 ｓＮ０。现在假设，政府决定将比例为 π （０≤π≤１）
的丁税摊入田亩征收，考虑到耕地资源的总量为 １，则每单位耕地摊得的丁税为πｓＮ０。对 ｔ期的一个成年人而
言，其所需要缴纳的丁税为（１－π）ｓ，田亩税为（πｓＮ０＋ｒ）ｋｔ。显然，如果 π＝０，则表示不存在 “摊丁入亩”。π
的上升刻画了 “摊丁入亩”的过程。

在式 （３）中，丁税与田亩税都是用实际产出度量的。令 ｐｔ 表示产出的价格，则 ｓｔ ＝（１－π）ｓ ／ ｐｔ，ｒｔ ＝

（πｓＮ０＋ｒ）／ ｐｔ。这表明，即使历代的名义税率是不变的，但真实税率也会因为物价的变化而变动。根据货币数
量论，我们可以建立起产出与物价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当然，历史上物价变化的信息也支持这一设定。① 假设

ｐｔ ＝η ／ ｙｔ，η＞０，则以产出度量的丁税与田亩税税率可重写为：

ｓｔ ＝
（１－π）ｓ
η
ｙｔ，ｒ＝

πｓＮ０＋ｒ
η
ｙｔ （７）

丁税的税率 ｓｔ 不可能大于人均产出 ｙｔ，这进一步要求 η＞（１－π）ｓ。将式 （７）代入式 （３），得到：

ｗｔ ＝ １－
（１－π）ｓ＋（πｓＮ０＋ｒ）ｋｔ

ηC o ｙｔ≡（１－ｑｔ）ｙｔ （８）

其中，

ｑｔ≡
（１－π）ｓ＋（πｓＮ０＋ｒ）ｋｔ

η

因为 ｗｔ 严格大于 ０ （由 ｃｔ＞０得到），且不可能大于人均产出 ｙｔ，所以对所有的 ｔ≥０，必定有 ０＜１－ｑｔ≤１。
同时，名义税率不可能小于 ０。据此，可以得到：

（πｓＮ０＋ｒ）ｋｔ＜η－（１－π）ｓ （９）

式 （９）暗示了赋税结构与人均资源之间的关系。式 （９）的左边表示田亩税，在任何时期它都必须小于

η－（１－π）ｓ。显然，如果人均资源 ｋ较大，则田亩税的税率 （等于 πｓＮ０ ＋ｒ）就较小。此时，给定 ｒ，将丁税摊
入田亩征收的空间也就越小。反之，当人均资源较小的时候，“摊丁入亩”的空间就相对大一些。其背后的

经济原理是，当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时，田亩税税率的微小调整就能对赋税数量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但人均耕

地较多意味着人均产出也较高，此时每个劳动力负担税收的能力也较强。因此，在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时，主

要依据人丁征税就是可行的。然而，当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时，人丁缴纳赋税的能力就会下降，此时长期维持

原有丁税税率就缺少经济基础，而田亩税对税负的影响却随着耕地面积的下降而减弱，此时降低丁税的比重

而提高田亩税就是可行的选择。由于人均资源的数量与人口负相关，因此可以预期，随着人口的增长，丁税

占比会逐渐下降。这也是中国古代赋税结构演变的经济原因。进一步，式 （９）可写作：

Ｎｔ＞
πｓＮ０＋ｒ
η－（１－π）ｓ

≡Ｎ^ （１０）

由于 η＞（１－π）ｓ，所以 Ｎ^≥０。式 （１０）给出了赋税制度存在的最低人口规模，即对所有的 ｔ≥０，任何征

２６

① 豆建春、冯涛：《税制变革、人口增长及其对中国历史演进的长期影响———基于 “两税法”前后的考察》，《财经研究》２０１６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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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赋税的经济体的人口都必须满足 Ｎｔ＞Ｎ^。我们称 Ｎ^为赋税制度能够运行的 “可行人口规模”。

（二）赋税变化的静态效应

为了全面分析赋税变化的效应，我们需要确定的是，“摊丁入亩式”的结构性调整对赋税总额的影响是

怎样的？结合式 （７）以及 ｚｔ 的定义，可以得到：

ｚｔ ＝
（１－π）ｓ＋（πｓＮ０＋ｒ）ｋｔ

η
ｙｔ≡ｑｔｙｔ （１１）

显然，ｑｔ 度量了家庭的税负压力。依据 ｑｔ 的定义，容易得到引理 １。

引理 １　 当 Ｎｔ＞Ｎ０ 时，ｄｑｔ ／ ｄπ＜０。
引理 １的含义是，只要 ｔ期的人口大于初始人口 （意味着在 ０到 ｔ 的时期内人口是增长的），“摊丁入亩

式”的赋税变革将引起家庭税负的下降。由于 ｄｚｔ ／ ｄπ＝（ｄｑｔ ／ ｄπ）ｙｔ，结合引理 １，我们得到定理 １。

定理 １　 当 Ｎｔ＞Ｎ０ 时，“摊丁入亩式”的赋税变革将引起家庭赋税总额的下降。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赋税总额的下降对生育率具有收入效应和动态效应。根据定理 １可知，

将丁税摊入田亩征收将引起赋税总额的下降，对生育率产生收入效应与动态效应。结合第二节已经提到的价

格效应，至此，我们完全揭示出了 “摊丁入亩式”的赋税变革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三个机制。

根据式 （７）和式 （８），写出 ｓｔ＋１ 与 ｗｔ＋１ 的表达式，并代入式 （６），解得：

ｎｔ ＝
β（１－α－珓ｓ）ｗｔ＋τ珓ｒｋｔ
τ［１－珓ｓ＋β（１－α－珓ｓ）］

（１２）

其中，珓ｓ≡（１－π）ｓ ／ η，珓ｒ≡（πｓＮ０＋ｒ）／ η。式 （１２）表明，税后收入 ｗｔ 越高，生育率越高；生育孩子的成本

τ越大，生育孩子的数量越少。结合式 （３），赋税总额 ｚｔ 越高，税后收入 ｗｔ 就越小，生育率就越低。这与我
们前文的分析结论一致。那么赋税结构调整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如何呢？依据式 （１２），我们能得到下面的定理
２。① 定理 ２陈述了赋税结构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

定理 ２　 当珓ｅ＜ｅ^时，ｎｔ ／ π＞０。其中，

珓ｅ０≡ｓ＋ｒｋ０＜η １－
αβ
１＋βp y≡ｅ^ （１３）

在定理 ２中，珓ｅ０≡ｓ＋ｒｋ０表述的是初始阶段且 π＝０时的名义赋税总额。定理 ２的含义是，只要初始名义赋

税总额珓ｅ０ 低于由参数 α、β和 η决定的水平 ｅ^，那么丁税占比越小 （π越大）的经济体，其个体的生育水平越
高。结合定理 １以及前文的分析，容易对定理 ２给出解释。首先，根据定理 １，π的提高会引起赋税总额的下
降。其次，赋税总额的下降产生前文所讲的收入效应和动态效应，导致生育率的提高。命题 １总结了赋税变
化的生育效应。

命题 １　 名义赋税总额的下降带来生育率的上升；在初始名义赋税满足式 （１３）表示的条件时，“摊丁入
亩式”的赋税变革将引起生育率的提高。

（三）赋税变化与经济演进的长期均衡

１ 经济演进的长期均衡。

将式 （１２）代入表述劳动人口动态的方程式 （１），重新整理后得到：

Ｎｔ＋１ ＝
β（１－α－珓ｓ）ｗｔＮｔ＋τ珓ｒ
τ［１－珓ｓ＋β（１－α－珓ｓ）］

（１４）

注意，在式 （１４）中，ｗｔ 是 Ｎｔ 的函数。因此，式 （１４）将 Ｎｔ＋１ 定义为 Ｎｔ 的非线性函数，即 Ｎｔ＋１ ＝ψ（Ｎｔ）。

３６

① 受篇幅限制，正文未展示定理 ２的证明过程，有需要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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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证明，ψ′（Ｎｔ）＞０，ψ″（Ｎｔ）＜０，且 ｌｉｍＮｔ０ψ′（Ｎｔ）＝ ∞，ｌｉｍＮｔ∞ ψ′（Ｎｔ）＝ ０。此外，根据式 （１０），将 Ｎ^的表

达式代入式 （１４），整理后得到：

ψ（^Ｎ）＝ 珓ｒ
１－珓ｓ＋β（１－α－珓ｓ）

（１５）

显然，只要珓ｒ＞０，则 ψ（Ｎ^）＞０，并且容易证明 ψ（Ｎ^）＞Ｎ^。如果 珓ｒ＝ ０，即政府不征收田亩税，则 ψ（Ｎ^）＝

ψ（０）＝ ０。结合式 （１４）和式 （１５），分析表明该经济存在一个稳定均衡，即对 Ｎ０ ＞Ｎ^的经济体 （^Ｎ的含义参

见下图 ３），无论初始人口规模如何，劳动人口增长最终会收敛到其均衡水平 Ｎ。① 令 Ｎｔ＋１ ＝Ｎｔ ＝Ｎ，代入式
（１４），得到：

β（１－α－珓ｓ）珔ｗ＋τ珓ｓ珋ｋ＝τ［１－珓ｓ＋β（１－α－珓ｓ）］ （１６）

其中，珔ｗ与珋ｋ分别表示均衡人均收入与均衡人均资源。式 （１６）隐含地定义了均衡时的劳动人口规模 Ｎ。
一旦劳动人口 Ｎｔ 达到其均衡水平，则人均资源 ｋｔ、人均产出 ｙｔ 以及人均收入 ｗｔ 都将达到其稳态值，经济增
长将处于停滞状态。

２ 外生技术进步与 “马尔萨斯均衡”。

与伊懋可的分析方法一致，我们假设马尔萨斯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根据 ｙｔ ＝Ａｋ
α
ｔ、式 （８）以及

式 （１４），可以发现，技术进步通过 ｙｔ 作用于劳动人口的动态。技术进步只影响曲线 Ｎｔ＋１ ＝ψ（Ｎｔ）的斜率，并

不影响曲线的截距，对 Ｎ^也没有作用。令 Ａ２＞Ａ１，图 ３描述了技术进步对劳动人口动态的影响。

图 ３　 技术进步对劳动人口动态的影响

与经典马尔萨斯模型的预测一致，技术进步带来了人口规模的扩张。表现在图 ３中就是，技术水平由 Ａ１

上升到 Ａ２，推动均衡劳动人口规模由 Ｎ１ 增加到了 Ｎ２。注意到自然资源总量 Ｋ ＝ １，均衡时的总产出为 Ｙ ＝Ａ

Ｎ１－α。技术进步通过促进劳动生产率与提高人口规模两个途径扩大了总产出。但就人均产出而言，技术进步

的效应并不明确。一方面，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带来了劳动人口规模的增

加，而这会引起人均资源的下降。为了分析技术进步对人均产出的净效应，我们对式 （１６）进行变换。首先，

利用珓ｓ和珓ｒ的定义对式 （８）进行改写，然后将其代入式 （１６），整理后得到：

珋ｙ＝τ
１

β（１－α－珓ｓ）
＋ １
１－珓ｓ－珓ｒ珋ｋC o （１７）

４６

① 受篇幅限制，正文未展示详细分析过程，有需要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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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１７）与式 （１６）是等价的，都表示长期均衡的条件，即均衡时的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源必定满足式
（１７）。如果技术进步引起珋ｋ的下降，导致式 （１７）右边的值减小，那么式 （１７）成立意味着该式左边的值，

即珋ｙ也减小了。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对人均产出的净效应是负的。由此可见，技术进步虽然带来了人口规模
的上升与总产出的增加，但会引起人均产出的下降。当然，这一结论只有在考虑田亩税的条件下成立。如果

一个经济体不依据个体拥有的耕地面积征税，即珓ｒ＝０，根据式 （１７），均衡时的人均产出将始终保持不变。这
是马尔萨斯经济的基本特征。但是，如果一个经济体依据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征税，则技术进步将导致长期

人均产出的下降。命题 ２总结了不同情形下，技术进步对经济演进的长期影响。
命题 ２　 如果珓ｒ＝０，技术进步带来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扩张，但人均收入长期不变；如果珓ｒ＞０，技术进

步带来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扩张的同时，引起人均产出的长期下降。

本文引入田亩税的结果表明，虽然都是马尔萨斯机制支配下的经济，社会制度的不同也可能产生不同的

经济表现。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技术进步引起人均产出的下降，经济是如何持续的呢？答案就隐藏在该结论

的先决条件珓ｒ＞０中。引入田亩税后，技术进步虽然引起了人均产出的下降，但也造成人均资源的减少，家庭
的赋税因而有所减轻。同时，根据式 （１１），人均产出的下降也会引起实际赋税总额的减少。这是因为人均产

出的下降导致物价上涨 （参见 ｐｔ ＝η ／ ｙｔ），名义赋税的负担因此也有所下降。所以，田亩税 （财产税）与赋税

货币化都发挥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①

３ 赋税变化的长期影响与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形成。

由定理 １可知，丁税摊入田亩的比例 π的调整不但影响赋税结构，而且会引起赋税总额的变化。依据式

（１４）可以证明，当 Ｎｔ＞Ｎ０ 时，ψ（Ｎｔ）／ π＞０，且 ψ′（Ｎｔ）／ π＞０。参照图 ３，这意味着，π的上升既提高曲

线 Ｎｔ＋１ ＝ψ（Ｎｔ）的位置，也增大该曲线的斜率。同时，根据式 （１０），可以得到 Ｎ^ ／ π＞０，ψ（Ｎ^）／ π＞０。这

暗示 π的提高需要更大的 Ｎ^予以支撑。令 π１＜π２，图 ４描述了 π的调整对人口演进的长期影响。

根据图 ４，我们发现，π的增大会带来一个更高的均衡劳动人口水平，表现在图中就是均衡人口水平由

Ｎ１ 增加到了 Ｎ２。更大的均衡劳动人口规模伴随着更高的总产出水平，但这也意味着一个更低的均衡人均资源

水平。在没有发生技术进步的情形下，这必然导致均衡人均产出的下降。因此，类似的赋税改革虽然减轻了

家庭的赋税负担，但这是以人均产出的长期下降为代价的。最终，经济发展仍将陷于停滞，并且稳定在一个

更低的人均水平上。因此，这仍然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基本结论。

图 ４　 π的调整对劳动人口动态的影响 图 ５　 π的增加对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

　 　 下面我们结合技术进步来说明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形成。如果经济中只是发生了技术进步，那么技术

进步对经济演进的动态影响如图 ３所示。现在假设，在发生技术进步的同时，赋税结构也出现了调整，即丁

５６

① 当然，赋税货币化在真实世界中的作用还与农民获得货币 （钱或白银）的能力有关，而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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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摊入田亩的比例由 π１ 上调到了 π２。此时，图 ３中表示 Ｎｔ＋１ ＝ψ（Ｎｔ；Ａ
２）的曲线就不能完全反映经济演进的最

终结果了。结合上文的分析，在这种情形下，由于 π的上升，该曲线的位置会进一步上移，斜率也会进一步
变大，同时，支撑这一调整的 Ｎ^也会提高。图 ５描述了这一情形下经济的长期发展。

在图 ５中，曲线 Ｎｔ＋１ ＝ψ（Ｎｔ；Ａ
２，π１）描述了技术水平由 Ａ１ 提升到 Ａ２ 时的劳动人口动态，而曲线 Ｎｔ＋１ ＝

ψ（Ｎｔ；Ａ
２，π２）则表示技术水平由 Ａ１ 提升到 Ａ２，同时丁税摊入田亩的比例由 π１ 上升到 π２ 时劳动人口的动态。

如果经济的发展只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则人口的稳态水平由 Ｎ１ 上升到 Ｎ２；如果在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
的同时，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有利于人口增长的调整，如丁税下降而田亩税税率上升，则最终的稳态人口规模

将进一步增加到 Ｎ３。而这也意味着，伴随着丁税的减少和田亩税税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将导致人均资源下降
到一个更低的水平，经济也将面临更严重的资源约束。而这正是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

将图 ５中 Ｎ２ 代表的均衡称为 “马尔萨斯均衡”，而将 Ｎ３ 代表的均衡称为 “高水平均衡”，下面的命题 ３总结
了赋税变化在 “高水平均衡陷阱”形成中的作用。

命题 ３　 在存在技术进步的经济中，“摊丁入亩式”的赋税变革将推动经济由 “马尔萨斯均衡”向 “高

水平均衡”演进。

四、强化机制：“斯密型增长”与 “高水平均衡陷阱”

在前文的分析中，外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人口规模的扩大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然而，

在 １９世纪之前，“斯密型增长”是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① 在这一经济发展方式下，人口增长不
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且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本节将引入这一假设，在 “斯密型增长”机制下继续探

讨赋税变革与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形成。

（一）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

在 “斯密型增长”中，人口规模是决定技术进步的主要变量。事实上，这一假设在探索长期经济增长的

文献中被广泛使用。当然，在文献中，用来构建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关系的思想与斯密稍有不同。增长经济

学家从知识生产和传递的视角出发，直接论述了人口规模与技术发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口规模越大的

经济体发现新知识的概率越大。尽管这一观点在面对以实验方法为主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场景时面临挑战，

但在刻画传统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时，它提供了一个简洁且可靠的假说。②

令 ｇｔ＋１ 表示技术增长率，假设 ｇｔ＋１ 是人口规模 Ｎｔ 的增函数，即 ｇｔ＋１ ＝ ｇ（Ｎｔ），ｇ′（Ｎｔ）≥０，且 ｇ″（Ｎｔ）≤０。
按照伊懋可的观点，传统农业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所能达到的水平有一个上限。借鉴 Ｇａｌｏｒ和Ｗｅｉｌ的设定③，当

Ｎｔ 达到某个水平时，有 ｇ′（Ｎｔ）＝ ０。技术水平的演进由动态方程 Ａｔ＋１ ＝（１＋ｇｔ＋１）Ａｔ 给出。
由于技术水平决定人均产出，而人均产出决定生育率，也就是人口增长，因此当技术进步与人口规模联

系起来后，经济的演进就由人口与技术的互动来决定。这是 “斯密型增长”的核心机制。同时，由于人口规

模对技术进步的边际贡献递减，这暗示 “斯密型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是 “斯密型增长”的一个基本特

征。在上一节，通过比较不同情形下的均衡，我们定性地揭示了赋税变化的长期效应。这种比较静态分析的

缺陷是对该效应的重要性缺少数量上的直观展示。为了呈现经济发展中主要变量的时间路径，以及量化分析

赋役演变对经济演进的长期影响，下面我们采用数值方法对经济的长期演进进行模拟分析。

（二）经济演进的量化分析

我们以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为背景对模型进行校准，模拟的初始时期对应于公元元年 （西汉元始元年）。

６６

①

②

③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Ｌｉｎ牞 Ｊ Ｙ牞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ｈａｍ Ｐｕｚｚｌｅ牶 Ｗｈｙ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牞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牞 ４３牗２牘 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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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拟马尔萨斯经济的演进时，一期被设定为 ２５年，共模拟 ７５期 （共 １８７５年），结束时期对应于清代晚期。
我们将 π＝０作为基准情形，首先考察基准情形下经济的演进过程。为了模拟经济的演进，需要确定技术增长
率的函数形式。借鉴 Ｌａｇｅｒｌｆ的设定①，技术增长率函数被设定为 ｇｔ＋１ ＝ｍｉｎ｛δＮｔ，ω｝，其中，δ＞０，ω＞δ。该式
意味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口规模越大的经济体其技术进步越快，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

技术进步与人口规模就不相关了。

下面我们对参数进行设定和校准。初始技术水平 Ａ０ 被标准化为 １。给定 Ｋ ＝ １，初始劳动人口规模 Ｎ０ 被
设定为 ０ ２６６。这意味着初始人均资源 ｋ０ ＝ ３ ７６，与汉代人均耕地面积 ３ ７６亩一致。② 自然资源的产出弹性 α
取 ０ ４，这意味着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０ ６。③ 年利率被设定为 ４ ７％，这暗示每期贴现率 β ＝ ０ ３６６。④ 根据高树
林的研究，秦汉之际，依据人丁征收的人头税占家庭赋税的比重为 ９５％。⑤ 据此，我们以 ５％作为初始时的田
亩税占比。又据于琨奇的研究，汉代的赋税约占农户总收入的 １２ ４％。⑥ 据此计算，在汉代，丁税占家庭收入
的比重为 １１ ８％，即珓ｓ＝０ １１８，田亩税占 ０ ６２％，即珓ｒｋ０ ＝ ０ ００６。给定 π＝０，可以得到 ｓ＝０ １１８η，ｒ＝０ ００６η ／
ｋ０。参数 η实际上反映了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着名义赋税的实际税负。η被校准为 ０ ７以使模型预测的税负演
变与引言部分所陈述的历史税负相匹配。由 η ＝ ０ ７，ｋ０ ＝ ３ ７６，得到 ｓ ＝ ０ ０８３，ｒ ＝ ０ ００１。给定 Ａ０ ＝ １，ｋ０ ＝

３ ７６，α＝０ ４，可以计算得到 ｙ０ ＝ １ ６９８。根据许倬云的研究，在汉代，一个未成年人每月消费粮食 １ ２斛。⑦

假设汉代一个劳动力平均耕地 ５０亩 （小亩），亩产 ２斛⑧，合计产出 １００斛，一个未成年人每年消费粮食 １４ ４
斛，占人均产出的 １４ ４％。这意味着 τ ／ ｙ０ ＝ ０ １４４。据此计算得到 τ＝０ ２４５。参数 ω限定了前现代社会中传统
农业技术进步率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我们将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快技术增长率作为这一水

平。１７５０年之前，人类技术增长率最高为每年 ０ ０４５％。⑨ 这意味着技术每期 （２５ 年）增长约 ０ ０１１。因此，
我们取 ω＝０ ０１１。给定 Ｎ０ ＝ ０ ２６６，参数 δ被校准为 ０ ０１５，以与历史上的技术增长过程相匹配。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模型初始值与参数的设定和校准。基于分析的需要，在模拟中，我们重点观察人口

规模 Ｎｔ、人均产出 ｙｔ、生育率 ｎｔ、技术增长率 ｇｔ、人均资源 ｋｔ，以及实际个人税负 ｚｔ 的时间路径。图 ６报告
了数值模拟的结果。

图 ６ａ显示，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人口增长表现出了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总体上看，人口增长非
常缓慢，从最初的 ０ ２６６增长到了期末的 ０ ９１７，在一千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增长了 ２ ４５倍。人口的缓慢增长
符合马尔萨斯经济的基本特征。第二个特点是，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人口增长的速度尽管非常缓慢，但

呈现出了加速的趋势。这一结果与世界人口史以及中国人口史是基本吻合的。瑏瑠 但是结合生育率的长期变化趋

势 （图 ６ｂ）来看，尽管人口增长率 （等于 ｎｔ－１）的确表现出了加速的特征，但其加速度在递减。到了后期，
生育率基本维持稳定，意味着人口增长率也将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当然，只要 ｎｔ＞１，人口增长仍然是可维持
的。这也是图 ６ａ中人口增长持续发生的原因。

在经济演进的后期，生育率趋于稳定的原因可由图 ６ｃ 中人均产出的变化得到解释。尽管人口在持续扩
张，但是人均产出仍然在缓慢增长。人均产出缓慢增长与历史事实是一致的。这实际上也是人口增长率或生

育率缓慢提高的经济原因。当然，传统农业经济中人均产出的增长是非常微弱的。根据模拟结果，在将近两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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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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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３
高树林：《古代社会经济史探》，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于琨奇：《战国秦汉小农经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程农、张鸣译。

于琨奇：《战国秦汉小农经济研究》。这里的 “亩”是 “汉小亩”。１小亩约等于 ０ ２８８市亩。参见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格里高利·克拉克：《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洪世民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关于历史上世界人口增长逐渐加快的证据可参见马西姆·利维巴奇：《世界人口简史》，王帅等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２２
年。从长期来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毫无疑问也是加快的 （参见事实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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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ｃ ｄ

ｅ ｆ
图 ６　 经济的演进路径

千年的时间里，人均产出只增长了 １ ６％。此外，人均产出的上升也是不可持续的。图 ６ｃ显示，到了经济发
展的后期，人均产出逐渐趋于一个稳定的水平。这与生育率的长期表现一致。因此，马尔萨斯模型预测的人

均产出长期停滞的结论在经验上也是可靠的。

在图 ６ｄ中，技术进步也呈现出了缓慢加速的趋势。但总体上，技术增长率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 （小于

０ ０４５％）。以现代增长速度 （年均 ２％）衡量，古代的技术进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技术的缓慢加速增长与经
济史学家对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的估计一致。结合图 ６ａ与图 ６ｃ，我们发现技术上的发展带来了

人口的较大增长与人均产出的微弱增长。这一点也与马尔萨斯理论一致。最后，传统技术进步受到的限制也

完全反映在了人口 （生育率）与人均产出的增长上。这些特征表明，我们的模型在基准情形下很好地模拟了

一个马尔萨斯经济的长期发展。

图 ６ｅ与图 ６ｆ报告了人均资源和人均税负的时间路径。显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资源在不断下降，从
最初的 ３ ７６亩减少到了最后的 １ １２亩，下降的幅度与人口增长的幅度一致。伴随着人均资源的减少，家庭的

税负也在下降。由于不存在名义赋税以及赋税结构的调整，因此税负的下降总体上非常微弱，在一千八百多

年里，只下降了 ０ ４个百分点。

（三）赋税结构演进的影响

在第三节，我们通过调整参数 π的大小来刻画不同的赋税结构，并通过观察不同 π值下人口动态及其均

衡的变化来分析赋税结构调整对经济演进的长期影响。这种静态比较的方法固然能揭示出赋税变化的长期效

应，但它也意味着一旦给定 π的值，摊入田亩的丁税比例是始终不变的。这与历史事实显然有较大出入 （参

见图 ２），在量化分析中，这种处理也是不可取的。为了刻画摊入田亩的丁税比重的历史变化，基于图 ２所描
述的事实，我们假设 π是时间的增函数，且在经济发展的早期，π上升较慢，到了后期，上升的速度开始加

快。不失一般性，我们令 πｔ ＝１－ｅ
－ａｔ，其中，ａ≥０。当 ａ ＝ ０时，π＝ ０，这正是前文分析的基准情形。ａ 越大，

π随时间下降得越快，在同一时期，π值越大。当 ａ∞时，对任何 ｔ＞０，都有 πｔ１。因此，该设定确保 π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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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值始终在 ０到 １之间。

表 １　 不同 ａ值下 π在不同时期的取值

ｔ＝１ ｔ＝３０ ｔ＝５０ ｔ＝６０ ｔ＝７５

ａ＝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１３９ ０ ２２１ ０ ２５９ ０ ３１３

ａ＝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２６０ ０ ３９３ ０ ４５１ ０ ５２８

ａ＝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４５１ ０ ６３２ ０ ６９９ ０ ７７７

ａ＝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０ ０ ５９３ ０ ７７７ ０ ８３５ ０ ８９５

显然，ａ的大小控制着 π的时间路径。表 １报告了不同 ａ值下多个时期的 π值。当 ａ＝０ ００５时，经过 ７５

期，最终约有 ３１ ３％的丁税被摊入了田亩征收；但是当 ａ 取 ０ ０３时，到第 ７５期，摊入田亩征收的丁税接近

９０％。我们在不同的 ａ值下对经济系统的演进进行了模拟，图 ７报告了模拟的结果。其中，ａ ＝ ０对应上文的

“基准情形”。

图 ７清楚地展示了赋税结构变化对经济演进的长期影响。根据表 １可知，随着 ａ 的增大，π在同一时期

上升得越多，赋税结构中丁税所占的比重就越低。相应地，图 ７ａ显示，随着 ａ的增大，人口规模和生育率都

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而人均产出、人均资源以及个人税负都随着 π的上升而出现了下降。特别地，我们发现，

尽管 π随着 ａ的变化有不同表现，但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不同情形下人口规模的差异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在

早期，π的上升较为缓慢，因此其变动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也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演进，不同情形下 π的差距

在扩大，其对人口以及其他变量演进路径的影响就很显著了。虽然图 ７表明赋税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有重要

影响，但图 ７也再次确认了 “斯密型增长”所面临的困境：无论赋税如何变化，技术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

（由 ｎｔ 决定）都将收敛于一个既定水平，而这个水平放在近代以来的增长史背景下衡量是微不足道的。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图 ７　 不同赋税变化下经济的演进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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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图 ７报告的模拟结果表明，赋税结构中丁税占比变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在数量上是重要
的。例如，如果赋税结构始终未发生过调整 （即 ａ＝ ０对应的情形），在经过一千八百多年的发展后，人口
规模将增长为初始水平的 ３ ４５倍。对应中国的人口发展史，相当于人口规模由西汉时的 ６０００ 万增长到 ２
亿多。但是，如果丁税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不断下降，到期末有 ３１ ３％的丁税被摊入了田亩税中 （如同 ａ
＝ ０ ００５对应的情形），那么到了期末，人口将增长到期初水平的 ４ ４倍。对应中国的历史，这意味着到了
晚清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会达到 ２ ６４ 亿。如果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丁税占比下调的幅度更大一些，
比如到期末有 ９０％的丁税被摊入了田亩 （即 ａ ＝ ０ ０３ 对应的情形），则人口将增长为原来的 ７ ２ 倍。对应
中国的历史，这意味着晚清时期的人口规模会超过 ４ ３亿。在该情形下，个人税负也从最初的 １２ ４％下降
到了 ２ ８％，与图 １所描述的事实基本一致。显然，在 ａ＝ ０ ０３下，模型预测的结果与中国古代经济的长期
演进基本相匹配。

最后，图 ７直观展示了赋税变化在 “高水平均衡陷阱”形成中的作用。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赋税结构

无论发生何种变化，经济演进最终都显现出马尔萨斯经济的典型特征。但是，相对于 ａ＝ ０的情形，赋税结构
中丁税比重不断下调的经济有更大的人口规模和更低的人均资源水平。例如，相较于 ａ ＝ ０ 的情形，在 ａ ＝

０ ０３时，最终发展起来的人口规模是前者的 ２ １５倍，人均资源水平则只有后者的 ４６ ５％，人均产出则为后者
的 ８３ ６％。这意味着，即使初始条件相似，增长机制相同，经济增长都表现出了马尔萨斯经济的典型特征，
赋税结构演变上的差异在长期发展中也会造成数量上的巨大差距。数量上的，而非性质上的差异正是构成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必要条件。

五、结论

在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中，人口规模的大幅扩张推动中国经济总量达到其他经济体难以企及的高水平的

同时，带来了人均资源与人均收入的长期下降。这一不同于 “马尔萨斯均衡”的经济发展路径被伊懋可概括

为 “高水平均衡陷阱”。本文将中国历史上的赋税演变与人口增长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包含内生生育率的

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赋税变化在人口增长与经济演进中的重要影响，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赋税演变在

“高水平均衡陷阱”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赋税变革史，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线索，即自汉代开始，中国古代赋税的演变沿着 “摊丁入

亩”的路径不断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丁税逐渐向田亩税归并，丁税在整个赋税结构中的占比在不断下降，

直至最后从制度层面彻底消失。结合人口增长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赋税演变与人口增长的过程基本匹

配。通过模型分析，本文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的赋税演变 （摊丁入亩）影响家庭生育的三个机制，即收入效应

（减轻家庭当期税负）、动态效应 （提高生育的边际报酬，促使父母减少当期消费，增加生育数量）与价格效

应 （降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激励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理论分析与量化分析均表明，贯穿中国古代赋税

演变过程的 “摊丁入亩”进一步释放了技术进步和产出扩张的人口效应，最终促成了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

形成。

“高水平均衡陷阱”既说明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暗示了中国传统经济所面临的比

“马尔萨斯陷阱”更暗淡的发展前景。“高水平均衡陷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和推进方式必然有其

特殊性。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否认在 １９世纪之前，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与欧洲存在质的差异，将
西方的率先兴起看作偶然因素催生的偶然事件。① 而以 Ｇａｌｏｒ为代表的统一增长理论又强调经济现代化是经济
内生演化的必然事件。② 这两种理论要么无视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系统性，要么忽视现代化的多样性。归根结

底，是因为这两种理论未能认识到历史上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造成各国的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结构存在巨大

差异。中国在 “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经济基础上，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其推

０７

①

②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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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现代化的方式与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与西方国家不可能完全相同。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径与推进方式的理解

和评价，不能脱离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与基本国情。了解 “高水平均衡陷阱”形成的历史过程，不但有助于

深化我们对 “大分流”和 “李约瑟之谜”等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而且有助于加深对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

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论断的理解。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跳出 ‘马尔萨斯陷阱’的中国经验与西方路径的比较研究”

（２３ＢＪＬ０８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特色政策试点机制” （２０＆ＺＤ１１８）的阶段性成果。刘瑞明
为本文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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